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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斯里蘭卡鄭和碑
2005-07-12 10:32:36         華夏經緯網
    斯里蘭卡具有扼印度洋咽喉的天然海上交通優勢，是６００年前鄭和船隊北上印度、西去東非的必經之地。中斯兩國的史料均表明，鄭和的船隊曾經多次到達斯里蘭卡，而鄭和碑的發現則為這段歷史提供了確鑿的證明。
 　 斯里蘭卡的鄭和碑被歷史學家稱為“鄭和佈施碑”或“三種文字碑”，它是１９１１年在斯南部港口城市加勒被工程師Ｈ·Ｆ·托馬林發現的，當時這塊石碑碑文朝下蓋在一個管道口上。托馬林小心翼翼地將這塊石碑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這塊石碑的發現當時就引起了轟動，康橋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吉裏斯教授認為，它消除了人們在鄭和訪斯確切時間問題上的疑問，因其清楚表明鄭和在１４０９年前後曾數次訪問斯里蘭卡（當時稱為錫蘭山）。斯里蘭卡獨立後，這塊碑被送到了位於科倫坡的斯里蘭卡國立博物館保存。
    記者曾多次在國立博物館一層的石碑大廳看到這塊刻有龍紋、漢字，明顯具有中國風格的石碑。由於年代久遠，石碑上的文字肉眼已經難以辨認。在斯里蘭卡國立博物館執行館長拉吉特·希瓦吉先生的幫助下，記者輾轉找到了石碑中文碑文的拓片複印件。碑文寫道：“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清濂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維慈尊，圓明廣大；道德玄妙，法濟群倫；魔劫河沙，約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信言梵剎，靈應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口開，鴻頤慈佑；人無災劫，來往無虞；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彩絲寶幡、香爐、花瓶、彩絲表裏、燈燭等物，佈施佛尊，以光供奉，惟世尊鑒之。”碑文記載的是鄭和等受明朝皇帝派遣，下西洋時來斯里蘭卡巡禮聖跡，向佛教寺廟佈施香禮，以豎碑記之的情況，後面列有佈施祭品的清單，碑文的落款是永樂七年二月，即１４０９年２月。
    這塊碑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用三種文字刻製的，除了中文外，還有泰米爾文和波斯文，它們是當時印度洋地區商人間的通用語言。與中文不同，這兩種文字的碑文有些部分已經難於辨識，但學者的研究表明，泰米爾語的碑文表示的是對南印度泰米爾人信奉的婆羅門教保護神毗瑟奴的敬獻；波斯語的碑文則表示對伊斯蘭教信奉的真主給予敬仰之情，兩種文字也都記載了大致相同的鄭和一行向兩種宗教神靈敬獻祭品的情況。
    斯里蘭卡著名歷史學家、倫敦大學博士洛娜·德瓦拉賈在就鄭和訪問斯里蘭卡一事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身為穆斯林的鄭和，卻能在一塊碑上以三種宗教為對象，表示同樣的禮敬與尊重，一方面反映了鄭和以及明朝統治者對各國人民的尊重和以及宗教上的寬容性；另一方則反映出，鄭和一行希望他們所從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不致于受到宗教對立的影響。可以說，這塊石碑是鄭和以及當時明朝皇帝和平寬容精神的體現和象徵，同時也表明中國當時具有極為寬廣的胸懷和世界性的眼光。
    帶著對鄭和碑發現地的崇敬之情，記者前不久前往科倫坡南部約１２０公里的加勒市採訪。由於文獻上有很清楚的記載，記者沒費多大的力氣就找到了石碑的發現地克裏普斯路。那是一條長約一公里、寬約五六米的窄小馬路，馬路的一側是鐵路，另外一側是民房。巧的是，那裏也是一個穆斯林聚居區。記者在路邊問見多識廣的三輪計程車司機是否知道這條路上發現過一個有中國文字的石碑，他們清一色地說不知道。但說起中國，每個人都會滔滔不絕地講出很多。
    而在距離克裏普斯路幾百米遠的地方，就是歐洲殖民者留下的高大城堡。那裏如今是一個旅遊勝地，也是斯里蘭卡過去那段歷史的永久紀念。
    洛娜教授曾經把鄭和的訪問與歐洲殖民者的到來做過一個比較。她說，鄭和時代印度洋地區進行的是一種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和多語言的和平交往，鄭和碑正是這種交往的象徵。與之完全相反的是，１６世紀的歐洲殖民者帶來的是狹隘、暴力和對當地文化的滅絕。洛娜不無遺憾地說，在鄭和航海之後不久，明朝隨後的皇帝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中國從此走向封閉，結束了短暫的海上輝煌。（新華社記者　陳佔傑）
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
http://tw.myblog.yahoo.com/jw!DniHzouTQkSR4E7oNsOGLWI-/article?mid=2817

鄭和在斯里蘭卡豎立的《佈施錫蘭山佛寺碑》，現存斯里蘭卡可倫坡博物館
石碑高約1.7米，表面呈褐黃色，碑首雕刻著二龍戲珠，兩側有簡樸文飾。它的年代並不久遠，卻承載著極重的歷史價值，使一段飄忽的輝煌歷史有了清晰輪廓。
　　鄭和石碑原在斯里蘭卡南部的加勒市附近，在一次道路施工中被發現。在二下西洋中，鄭和船隊在返航途中，停泊在錫蘭山（今斯里蘭卡）南部港口，添加淡水和食物，並與當地人進行交易。鄭和在南部城市加勒附近的土丘上豎起了《佈施錫蘭山佛寺碑》。這塊石碑刻有“永樂七年歲次己醜二月甲戌朔日”的日期，表明它雕刻於登島之前。這是一次有備而來的佈施。
　　石碑上刻著漢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大部分已模糊難辨。漢文部分主要是禮贊釋迦牟尼佛對船隊遠航的庇護。開頭部分的字體較大：“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於佛世尊曰：……深賴慈佑，人舟安利，來往無虞……”泰米爾文是頌揚印度教大神濕婆，波斯文則是讚美真主安拉和伊斯蘭教先賢聖人。鄭和對三種宗教都給予了同等奉祀：總計佈施“金一千錢，銀五千錢，各色肘絲五十匹，織金肘絲寶幡四對，古銅香爐五對……香油二千五百斤……”。這顯示出鄭和對各種宗教的尊重。
　　在明代初期，當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船隊出現在海平面上時，確實呈現出一種強悍氣魄，根據《天妃靈應之記》碑文記載，“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掠者，剿滅之。”當鄭和船隊在小葛蘭國、柯枝國和古裏國完成了交易，需要在錫蘭港口停泊時，國王亞烈苦奈兒向鄭和索要金銀珍寶，遭拒後令5萬士兵攻擊船隊。鄭和統領約2000名士兵，一舉生擒了亞烈苦奈兒和多名王室成員。1411年7月，鄭和將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押解到南京皇宮，後被明成祖寬大處理，放回錫蘭。 亞烈苦奈兒是錫蘭的一個土邦王，他曾成功阻擊了北部的泰米爾人南下，並想兼併其他土邦王國。鄭和船隊的出現，確實改寫了一段斯里蘭卡歷史。於是，某些斯里蘭卡歷史學家認為鄭和率船隊到達斯里蘭卡是一次入侵。
　　《佈施錫蘭山佛寺碑》的發現證明中國船隊不僅沒有入侵的企圖，而且體現了對當地各種宗教的尊重。鄭和並沒有像後來的歐洲殖民者那樣在這個島國大興土木，這也說明了為何鄭和遺址在南亞稀少的緣故。也許鄭和豎起這塊佈施碑的另一個目的，是讓各種神靈保佑無緣重返國土的船員。他們有的在航海中生病去世，有的沉入大海，有的老死異鄉。鄭和佈施碑也是對這些亡魂的庇護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lle_Trilingual_Inscription

The Gall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was a stone tablet inscription in three languages, Chinese, Tamil and Persian, that was erected in 1411 in Galle, Sri Lanka to commemorate the second visit to the island by the Chinese admiral Zheng He. The text concerns offerings made by him and others to the recorded offerings he made to the Buddhist Temple on the Mountain of Sri Lanka, Allah and the God of Tamils Tenavarai Nayanar, an incarnation of the Hindu god Vishnu. The admiral invoked the blessings of Hindu deities here for a peaceful world built on trade.[1] It was discovered in Galle in 1911 and is now preserved in the Colombo National Museum.

On his third voyage, Zheng He sailed from China in 1409, and carried with it the trilingual tablet which Zheng He planned to erect in Sri Lanka. The date equates to 15 February 1409, indicating that it was inscribed in Nanjing before the fleet set out. The Chinese portion gives praise to Buddha and records lavish offerings in his honour.

The tablet was found by an engineer, S. H. Thomlin, in 1911 in Galle. It can now be seen in the national museum in Sri Lanka. A modern replica of he stele has been installed in the Treasure Boat Shipyard Park in Nanjing, along with copies of other steles associated with the voyages of Zheng He.

http://www.ptt.cc/bbs/Buddhism/M.1278763100.A.C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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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漢文通解
龍村倪
    〈布施錫蘭山佛寺碑〉1911 年發現，為鄭和下西洋珍貴史料。碑文以中文為主，另
橫書泰米爾文、波斯文。本文勘訂中文碑文，並加以通解，聊供海內外學者參考。
關鍵詞：鄭和下西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
    1911 年錫蘭（今名斯里蘭卡）在西海岸大城加勒（Galle）修路時偶然發現一塊中國
石碑，碑文以中文為主，另橫書兩種外國文字。發現時碑面朝下，碑文尚清晰，中文大體
可以直接解讀。因碑文啟首有：「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碑尾紀年為「永樂
柒歲次己丑二月申戍朔日謹施」字樣，學術界始知此碑乃鄭和下西洋時所立，距發現時已
歷500 餘年，實乃鄭和下西洋最珍貴的史證，一時轟動，引起國際重視，形成近代國際注
目鄭和的首次高潮。
    1913 年首先有學者對此碑作出說明；1914 年當時「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會長
Ponnambalam Arunachalam 爵士也即時在會中對此碑作了正式學術報告。此消息隔很久後
才傳回中國，經中國學者研究，並名此碑為〈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因碑上刻有三種
不同文字，故國外學者稱其為：“The Galle Trilingual Stone of Cheng He, Ceylon＂
。
    據碑文所記年月為「永樂柒歲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則此碑乃立於1409 年2 月15

日，乃鄭和（1371-1433）第三次下西洋（1407-1409），駐泊於錫蘭時為禮佛布施所留。
此碑出土時，錫蘭尚為英國殖民地，隨後即由「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連繫英國駐北京
大使館，寄交碑文拓片，請求解讀中文碑文。此一初步釋碑工作由在北京之漢學家
Backhouse 擔綱，在中國學者協助下完成。
    首先發現此碑者為當地修路之工程師 Tomalin，他並將此碑送「可倫坡博物館」收藏
。此碑今由斯里蘭卡「可倫坡國家博物館」永久典藏，是鄭和航海留在海外最珍貴文物中
的無價之寶，也是該館唯一的一塊中國碑。
    近年國際上對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進行實物詳細考究，並發表論著者，就筆者
所見，最重要者有兩種：
    一、大隅晶子（日文）“ュロソボ國立博物館所藏の鄭和碑文にフいて＂。［6］
    二、Era Negas（英文）“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Trilingual Slabstone

        from Galle Reconsidered＂。［11﹞
    大隅晶子論文對「鄭和碑」之出土、收藏、型制、石材、紋飾及漢文碑文等均有詳細
考究，除列有漢文碑文全文之比勘外（略有誤），還有根據漢文轉譯之英、日文本。
    對另外兩種文字（泰米爾文及古波斯文）能認出者，也都附有日、英文之轉譯。由於
古波斯文漫漶殘缺嚴重，能解讀之文字不多。
    據拓所示，三種文字以漢文為主（直書），另二種文字橫書於側，「布施」品（奉納
供物）基本相同，繁簡則有出入。大隅對供施品，分別作出了較詳明的解說，是一個重要
貢獻，為日文鄭和碑研究重要參考。
    Era Negas 之論文對「鄭和碑」做了更進一步的歷史考證，並比對了相關鄭和下西洋
（1405-1433）時代的多種刻石，並附有中文原文、中文「漢語拼音」對照表及中文參考書
目，十分可貴，為英文研究「布施碑」之最新成果。
    最早公佈之全碑拓本，為 1917 年之Perera［1］；最早讀解碑文之中文文本者為
Edmond Backhouse（1913，北京英國大使館翻譯，並在北大任教）﹝2﹞；Backhouse因受
到中國學者之大力協助，故能完成初步破釋。我國學者則以向達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抄回碑
文拓片，進行研究為最早（1959）﹝5﹞；日本山本達郎（1934，Yamamoto）﹝3﹞亦拓有
碑文；西方學者進行研究者有多人，以法國大漢學家沙畹（1915，Charannes）﹝9﹞及伯
希和（1933，Pelliot）﹝4﹞最早，最出名。
    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碑文中文部份，經筆者綜合勘訂全文如次。原碑直行陰刻
，現改為橫列，並加標點，以利閱讀。筆者無緣見碑，謹依大隅及Negas 等之勘校，加上
個人之通解比對，訂定刻石中文為：
    大明
    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于佛世尊 曰：仰惟慈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
    法濟群倫，歷劫河沙，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信言
    梵剎，靈應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之開，深賴慈佑，人舟安利，來往無虞。
    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紵絲、寶旛、香爐、花瓶、表裏、燈燭等
    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 世尊鑒之。
    總計布施錫蘭山立佛等寺供養：金壹阡錢、銀伍阡錢、各色紵絲伍十疋，各色絹伍拾
    疋，織金紵絲寶旛肆對，納：紅貳對、黃壹對、青壹對。古銅香爐伍個戧金座全，古
    銅花瓶伍對戧金座全，黃銅燭臺伍對戧金座全，黃銅燈盞伍個戧金座全。硃紅漆戧金
    香盒伍個、金蓮花陸對、香油貳阡伍佰觔、蠟燭壹拾對、檀香壹拾炷。
    峕永樂柒歲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謹施。
    此碑湮沒數百年，可幸大體保存完好，是鄭和下西洋壯舉中最真實的歷史見證。全碑
高144 厘米、寬77 厘米、厚12 厘米，為輝綠岩岩質，石質略顯灰綠色。碑首雕有五爪雙
龍，碑沿則為「唐草文」邊飾。下刻三種文字，中文居右，楷書陰刻11 行，計265字；泰
米爾文居左上，計23 行；波斯文位左下，計22 行﹝11﹞。碑文以中文為主，直書，兩種
外文則由右向左橫書。此碑不大，高不及一人，在中國石碑中算是中型，但十分精緻，文
彩煥然。碑體及紋飾皆明代風格，雖經歷了600 年，仍引領觀者注目！但碑座已佚而不存
。
    此碑的三種文字，分別代表15世紀初錫蘭做為印度洋中一個國際大商港的文化背景。
中文是碑主鄭和的母國文字；泰米爾文是當時錫蘭的通用文字；而波斯文則是當時海商貿
易所使用的國際語文，目前除中文已解讀外，泰米爾文也已譯出﹝12﹞，對古波斯文譯解
，則因碑刻漫漶，仍有相當難度。根據中文文本，已有英文轉譯本﹝7﹞及日文譯本﹝6﹞
。
    〈布施錫蘭山佛寺碑〉雖用三種不同文字，但布施禮品名單相同，「奉禮」對象則各
不相同。當時錫蘭有三種不同宗教信仰，都有其特別意義。一種是佛教、一種是印度教、
一種是伊斯蘭教，所以鄭和在中文碑文中所貢奉的是「佛世尊」（釋加牟尼）；在泰米爾
文中所貢奉的則為印度教的「神」（濕婆）；而波斯文中則獻給「伊斯蘭教之光」，也就
是真主阿拉。這種審慎的安排，確實具有面面俱到的智慧，這可能也是鄭和七下西洋都能
順利成功的一個原因。
    鄭和出生於雲南昆陽（今晉寧）的伊斯蘭家庭，原姓馬，後因「軍功」賜姓「鄭」，
父親馬哈只到過麥加朝聖。鄭和出生時即授予經名「三保」（Abdul Sabbur 之音譯，乃
「真主之僕」之意），此即後世尊稱鄭和為「三保太監」的原由。後來將「保」改書為
「寶」，形成了很大解釋上的混淆，其實「三保」就是鄭和（原姓馬）的經名（小名），
乃由「阿訇」授予，此為伊斯蘭信仰習俗，可以確定。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實即印度洋），在抵達錫蘭前，曾經統一的島國已經分裂成三個
敵對政府，以錫蘭人為主的政權掌握島嶼的中部，主要信奉佛教；來自印度南部的泰米爾
人，信奉印度教，居於北部；而南部則多是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三者常處於交戰狀態，
鄭和的到達實處於危險情況，並發生了戰鬥，因戰勝才能繼續前行。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於永樂六年（1408）9 月28 日奉詔，於永樂七年（1409）12 月由
閩江口五虎門開洋，於永樂九年（1411）6 月16 日返回，乃第三次穿麻六甲海峽到錫蘭，
並第一次越印度洋到波斯灣的忽魯謨斯。
    鄭和在15 世紀初葉的28 年間（1405-1433），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國「封山勒銘」、
「布施立碑」多有，即使是「御碑銅鐘」、「碑亭鐘亭」也建了不少，但到了600 年後的
今日，能倖存者實在絕無僅有。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以鄭和伊斯蘭信徒的身份，禮「
佛」尊「神」，恰代表了當時東方三大宗教亙敬的胸懷。此碑能歷劫不毀，也算得是「佛
世尊」的天意，也可視之為「宗教互敬」先賢賞賜後人的歷史恩典。除「布施碑」外，在
蘇門答臘最北端之亞齊另存有「鄭和銅鐘」一口，此鐘與福建南平「鄭和鐘」型制相同，
應屬同時期鑄造，略晚於鄭和七航，由中國帶往當時麻六甲海峽西口要衝亞齊者，此鐘現
存「亞齊博物館」花園中，建有鐘亭保護，也是無上珍品。
    就碑論碑，因漢、滿、蒙、回、藏等均是我國文字，所以我國歷代碑刻中另有兩種外
文者，實不多有，可以說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是中國碑刻中的一大異數！鄭和〈布
施碑〉不僅是鄭和航海歷史的見證，它也「見證」了15 世紀初年中國與南亞國家間的海
商貿易、宗教交流與歷史友誼。
    此碑使用華南常用的硬質火成岩閃長岩，主要組成礦物為角閃石和長石，無石英，呈
灰綠色，耐風化力強，不易磨蝕，故能保存600 年而無大傷。依碑記時間為永樂七年（己
丑）二月，顯然是在南京奉詔之後刻就，隨「寶船」前往錫蘭，並於布施後留於當地。
    作者因無泰米爾文和波斯文知識，完全無由置喙，對整體碑額、碑文和邊飾也只看過
複製照片，難以作進一步推敲，但對漢文碑文之通解，筆者自認雖不敢說完滿，但出現錯
失之機率想已極小，但仍請海內外學者多多指教，使此歷史名碑能正確解讀流傳，有功於
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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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長樂《天妃靈應之記》碑俗稱“鄭和碑”，碑高1.62米，寬0.78米，厚 0.16米。明宣德六年(1431年)十一月，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寄泊長樂，候季風開航，于重修南山天妃宮時所立。碑以黑色頁巖為料，碑額正中篆書“天妃靈應之記”，飾以祥雲捧日圖案，兩旁陰刻如意雲水紋。碑體邊框刻纏枝番蓮紋。碑文楷書直下計31行，全文共1177字，詳細記載了天妃靈應的故事和三保太監鄭和奉使統率遠洋船隊七次下西洋的時間與經過。這是研究中國明代海外交通史和中外交往史的一份極為珍貴的實物史料。翻開福建省檔案館塵封的歷史檔案，它的發現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天妃靈應之記》碑最早立於長樂南山天妃宮內，由於年久失修，寺宇倒塌，被深埋于荒土之中。1930年，長樂縣城一位農民在南山天妃行宮遺址挖土時發現了此碑，當時長樂知縣吳鼎芬知道此碑的珍貴，派人將其移置於縣署“思善齋”側。吳鼎芬離任後，碑石又被亂草掩蓋。
　　1935年，湖南湘鄉人王伯秋擔任福建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長樂縣長期間，偶然間在縣署檔案中，發現了這塊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碑刻的記載，於是費盡心機尋找，終於在荒煙蔓草中發現它，洗剔摹拓後分寄國內外學者鑒定，逐漸被各界人士所珍視，於是和江蘇太倉天妃宮的《通番事跡之記》碑文(原碑已毀)同時公布於世。
　　由於原始檔案被毀，官修的《明史》也是在鄭和下西洋後200多年才編纂的，所以《天妃靈應之記》碑是研究鄭和下西洋最為確鑿可靠的直接“證據”，它的發現在當時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學者們紛紛寫文章進行評述、考證，掀起了以實物資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進行研究的新熱潮。
　　抗日戰爭爆發，戰火燃遍福建沿海。長樂三面環海，易攻難守。為了不讓重要物資尤其是具有極高歷史價值的文物淪落敵手，王伯秋專員大力組織民眾疏散物資，他決定將《天妃靈應之記》碑北運，寄存於安全之處。在碑石臨運走之前，王伯秋專員特別囑咐他的手下林治渭，戰後務必排除萬難，運回此碑。
　　不久，第一區行政專員公署北撤，王專員離職，碑石最終寄藏在何處便無人知曉了。
　　抗戰勝利後，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林治渭並沒有忘記王專員的囑託。後因工作關係，到福建省教育廳，看見廳長鄭貞文和教育廳第一科的辦公室裏，陳列著一些長樂古物，就向鄭廳長詢問《天妃靈應之記》碑的下落，鄭廳長吩咐主管單位調閱檔案查 抗戰勝利後，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林治渭並沒有忘記王專員的囑託。後因工作關係，到福建省教育廳，看見廳長鄭貞文和教育廳第一科的辦公室裏，陳列著一些長樂古物，就向鄭廳長詢問《天妃靈應之記》碑的下落，鄭廳長吩咐主管單位調閱檔案搜尋線索，但沒有找到。後來，林治渭獲准調任長樂教育科長，開始四處尋找碑石的下落。
　　一次，在與福建省立圖書館館長薩北寅閒談中，薩館長提到當年長樂古物北運時，曾經想寄藏于省立圖書館，由於當時圖書館也在搬遷之列，所以沒有接受。林治渭請他馬上調閱檔案搜尋，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檔案中找到線索，原來碑石寄藏于南平福建省建設廳倉庫中。
　　林治渭馬上與省建設廳主任秘書鄭坦聯繫，呈上長樂縣府請求發還寄存南平倉庫古碑的公文以及省立圖書館有關檔案。鄭坦翻閱良久後，說：物歸原主，理所當然，只是省研究院曾提出將這塊碑石交由他們保管，長樂縣府必須派人赴南平辦妥手續後才能發還。林治渭回縣之後，立即擬好公文，籌足旅運費，指派民教館館長陳克家火速趕往南平辦理相關事宜。幾天后，幾經輾轉的長樂《天妃靈應之記》碑，終於回到了長樂，“安臥”在縣民教館長廊裏。
    陳惠芳
來源：東南網-福州晚報
